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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蒙渠敬东、胡鸿、魏斌、秦中亮等多位师友给予意见和建议，

深致谢意。文责自负。

摘　要：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

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

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

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

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

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

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

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

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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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中，“民族”一词同时在“中华民族”与“５６个民族”两个层次上使用，造成
了语义上的逻辑矛盾和对译西文概念时的混乱。因此，有学者建议对中文的相关概念进行修
正：第一种修改方式是用“民族”对译西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用“族群”对译“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从而保
留“中华民族”的概念，而将“５６个民族”改称为“５６个族群”（马戎，２００４）；第二种修改方式是
用“国族”对译西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用“民族”对译“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从而保留“５６个民族”的用法，
而改用“中华国族”“国族主义”等概念（台湾学者多用此法）。本文认为这两种修正的方式各
有优劣，无论遵从哪一个，都能够达到厘清概念的目标，但同时也都会涉及对一些已经广泛应
用的术语进行改造。因具体材料的限制，本文无法完全遵照某一种方式。一方面，“民族史”
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尤其在学科体系中）属专有名词，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资料都使用了该概
念，因此，本文遵循了这一语言习惯，使用“民族史”（而非“族群史”）这一用法。这里的“民族
史”是指一个政治国家内部的诸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对应于西文中的“ｅｔｈｎ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而非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但另一方面，在本文使用的材料中———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文献———“民
族主义”同样是一个使用很广的词汇，对应于西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与之相一致，（转下页）

　　在当代中国人关于“民族史”１的知识体系中，“文成公主”是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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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之一。以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教科书为例，关
于“民族史”的内容仅存在于《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中，包含隋唐、辽
宋夏金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段的民族关系。在这些内容中，“文成公主”
是着墨最多的人物。教材以大字和小字两部分记述了松赞干布和文成
公主的事迹。其中，小字部分关于“文成公主”的描述颇为生动和丰富：

文成公主自幼熟读诗书，是个有才识的女子。她出嫁吐
蕃，带去许多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还带去大批手工业工匠。
从此，吐蕃人学会了平整土地、种植蔬菜，学会了养蚕缫丝、纺
织刺绣，等等。吐蕃原以麦熟时节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教
给吐蕃人使用内地的历法。文成公主还将饮茶的习俗带到吐
蕃。（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２００１：２３－２４）
这段文字所呈现的文成公主俨然是一位“技术传播者”的形象。然

而，如果我们翻阅古代的汉文历史文献（如《通典》、两部《唐书》、《册府
元龟》、《资治通鉴》），会发现这一形象与史籍所载并不一致，上述引文
中的许多内容并不能在文献中找到出处。２事实上，作为“技术传播者”
的“文成公主”形象晚至民国时期才出现于汉语的历史书写中。

（接上页）“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则对译为“民族—国家”，本文同样遵循了这一语言习惯，使用“民族主
义”（而非“国族主义”）这一概念。因此，在本文中，“民族”这一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实际指代了
不同的现象，需要读者加以甄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概念上的混乱，恰恰反映了本文所讨论的
核心议题———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２．这一叙事与今天的考古发现亦不相符合。单以谷物而言，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
右，西藏高原东部地区已出现粟的人工栽培；在距今３３００年左右，粟类作物已经从西藏高原
东部传播到南部的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同时，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还出现了麦类作物青
稞；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青稞已经演变为西藏高原的主栽农作物，在一些定居群落中有较大规
模的种植和储藏（霍巍、王煜、吕红亮，２０１５：１２３－１３２）。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历史
叙事的形成过程，而非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因此在正文中并未涉及对考古发现的讨论。

３．本文以“多民族政治体”（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ｏｄｙ）作为工作概念，指代如中国这样包含多
个民族／族群、宗教乃至文明的政治实体。之所以采用“政治体”（而非“国家”），是希望能够涵
盖“帝国”与“现代国家”两类不同的政治实体类型。

本文即缘起于这一经验性的观察，但却关涉一个更大的学术问
题———“多民族政治体”的“民族史书写”。

一、问题意识：“多民族政治体”的“民族史书写”

无论在传统的“帝国”形态下，还是在现代的“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体制中，一个“多民族政治体”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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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这一秩序
的显性部分是一系列规制了中央政府与各民族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政

治、法律和行政体制；与此相配合的，则是一套体现在各民族的身份定
义、文化等级等方面的隐性机制。“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个隐性机制的
一个重要维度。
所谓“历史书写”，涉及对历史研究之本质的探讨。它将“书写”本

身视为一种历史实践（塞尔托，２０１２：２），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历史真
相”，所有由人所记录和撰写的“历史”都不可避免地体现记录者及其所
处的时代、文化背景等对“历史材料”的选择、组织和重构，都“隐含着历
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塞尔托，２０１２：１２）。因此，当我们
谈及“历史书写”时，通常讨论的是某种记录过去事件的“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这个范式规定了哪些人物与事件是重要的、值得被记录
的，也规定了如何解释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意义”。“民族史书写”作为
广义的“历史书写”的一个特殊类型，涉及的是记录和描述一个被定义
为“民族”的人群之过去的“范式”。一群人记录和讲述自身历史的方式
能够反映该人群的宇宙观、文化观、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而其关于与
其他人群之关系的记录方式则反映了该人群对自身在一个多元体系中

的位置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民族史书写”定义为“多民族政治体”

之“秩序”建构与维系的重要维度。传统的帝国体系对多元人群具有强
大的包容力，这不仅体现在对多元的政治体制的兼容，也体现在对多样
化的历史叙述的接纳。各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人群，不仅
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自治地位，同时也能够较为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历
史书写范式。当然，随着不同人群之交流的加深或减弱、帝国整合程度
的强化或削弱，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度会发生变化，各自的历
史书写也会相互借鉴与影响。
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世界性规范”后，在

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多样化的政治体制与历史书写并存的基础遂不复
存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试图在其领土边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统一
的行政体系与一部涵盖所有国民的“国族史”（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对所
谓“现代意义的历史书写”（杜赞奇，２０１３：８２）的讨论大都是针对这一背
景展开的（Ｂｅｒｇ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３）。诚如杜赞奇（２０１３：８７）所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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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要以历史作为合法性根据”。从这个意义
上讲，“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具有某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历史书
写”的对象尽管是过去（甚至可能是非常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但其目
标却在于重塑当代人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全新的“历史意识”正是“民
族—国家”建设（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的重中之重。
对传统的“多民族帝国”而言，向“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所带来的挑

战是巨大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将之比喻为“把民
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安德森，２００５：８３）。
为应对这一挑战，除了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一体化”改革外，对疆域内多元
人群间的历史关系进行重新阐释与定位，使之与以“领土”边界来框定的
“国家”相契合，就成为这一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
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讨论的：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历史

文献中对“文成公主”这一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叙事策略作为个案，探究
在“帝国”与“民族—国家”两种体制下的“民族史书写”范式及其在构建
“多民族中国”之“秩序”中的意义。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
梳理自７世纪至２０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所呈现的三种不同
的“文成公主”形象（分别来自唐宋之际的汉文正史、１０世纪以降的藏
文史籍和２０世纪上半期的汉文历史著作）；其次，对这三种历史叙事所
依存的历史观、所反映的政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最后，本文的理论旨
趣将落脚于对近代以来在“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民族史书写”范式的反
思，并对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结构性困境予以
理论探讨。

二、“文成公主”的两种“古代”形象

在汉、藏文的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文成公主”及其入蕃一事的记
载，但两种文字所呈现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却迥然有异。

（一）面目模糊的“和蕃公主”———汉文文献中的“文成公主”
在古代汉文文献中，关于“文成公主和蕃”的记载主要保存于记录唐

代政事的诸史籍中，包括《通典》、《唐会要》、两部《唐书》、《太平御览》、《册
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等，这些史籍对相关事件的记述高度一致。
以《旧唐书·吐蕃传》为例，关于“文成公主和蕃”一事的核心记述

仅二百余字：

·０９１·

社会·２０１９·２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
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步兵次柏海，亲迎
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
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
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
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
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
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
其表疏。（刘昫，２０００：５２２１－５２２２）
除上述与“文成公主”直接相关的内容外，在《吐蕃传》中尚有两处

与之有间接关系。第一处紧接上引段落，是对文成公主和蕃后的唐、蕃
间良好关系的描述，包含如下内容：（１）唐太宗征辽东凯旋，弃宗弄赞遣
使来贺，并献金鹅；（２）唐使王玄策往西域途中为中天竺所掠，弃宗弄赞
应太宗要求出兵击天竺，并大破之；（３）太宗驾崩，弃宗弄赞献金银珠宝
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前；（４）高宗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上书表达忠心；（５）弃宗弄赞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
（刘昫，２０００：５２２２）。以上诸事尽管都以“弃宗弄赞”为主语，但仍可被
视为文成公主和蕃所产生的效果。
第二处是在另一位与吐蕃和亲的公主———金城公主———入蕃前

后，在唐、蕃双方的往来文书中，“文成公主”作为历史人物而被提及。
景龙四年（７１０年），中宗所颁之《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制》中有“太宗文武
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自文成公主往化
其国，……”之语（刘昫，２０００：５２２７）。在开元十七年（公元７２９年）唐、
蕃议和时，吐蕃重臣名悉猎代吐蕃赞普的上表中有“外甥以先代文成公
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等语（刘昫，２０００：５２３１）。

４．《唐会要》即设“和蕃公主”条，将所有出降“异族”的公主列示一处。

上引各段落已经穷尽了《旧唐书·吐蕃传》关于“文成公主”的记
载。在这些文字中，没有关于文成公主的容貌、性格、才学、喜好等方面
的记述，亦没有描述公主本人对远嫁吐蕃一事的看法、出嫁时的情景、
入蕃后的生活等。换言之，汉文史籍并无任何对作为“个体”的“文成公
主”的描述，“文成公主”只是众多面目模糊的“和蕃公主”中的一位，４

她的身份是“符号性”的，而非“个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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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史外，古代汉文文献中唯一与“文成公主”相关的记述来自唐
代僧人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对太州玄照法师之生平
的记述中，有如下内容：

……（太州玄照法师）途经速利，过覩货罗，远跨胡壃，到
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后因唐使
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勑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
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
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义净，１９８８：１０）
这段文字是汉文文献中仅有的关于文成公主入蕃后之生活的描

述，并且提供了一条正史未涉及的信息———文成公主笃信佛教。
除此之外，直到清代中前期，汉文文献中再无涉及文成公主及其和

蕃一事的内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唐诗》中有１７０余首以“和
亲”为主题的诗歌，其中大部分为咏昭君之诗，同时亦有部分咏本朝和
蕃公主者，但没有一首是以“文成公主”为主角的（王田田，２００７）。唐以
后，随着中原和吐蕃各自政权的多次更迭以及元代以后汉藏间联结纽
带的“宗教化”转变，“文成公主”逐渐隐没于历史的长河中。直至民国
晚期，汉语世界始终没有歌咏文成公主的诗篇或其他文学作品出现。
由此可见，“文成公主”在古代汉语世界的知名度委实不高。

（二）智慧而神通的“绿度母”———藏文文献中的“甲木萨”
与“文成公主”在汉文史籍与文学作品中的“不著名”相对，在藏文

历史文献中，“甲木萨”（藏文拉丁转写：ｒｇｙａ　ｍｏ　ｂｚａｖ）———即“唐公
主”———的人物形象是异常丰富和鲜活的。可以说，“文成公主”在汉藏
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在藏语世界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藏文史籍的吐蕃史部分，“甲木萨”的故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这是一个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充满神话与传说色彩的故事，其核心部
分是“迎娶文成公主”的情节单元，梗概如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凭借神
光，看到大唐有一位美丽而神奇的公主，于是派大臣噶尔率使团前往长
安请婚。由于文成公主才貌双全、声名远播，因此，当吐蕃使团抵达长
安时，另外四国———天竺、大食、霍尔、格萨尔———的使臣也同时来到长
安请婚。唐皇宣布以“比试智慧”的方式决定公主嫁与何方。他依次出
了七道试题，分别为丝带穿九曲璁玉、夜晚认路、食羊揉皮喝酒竞赛、辨
马驹子母、辨鸡雏子母、辨木材首尾、从四百名长相相近的妙龄女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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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出公主。噶尔凭借自己的才智，在“七试婚使”的竞赛中取得了胜
利，从而为吐蕃赢得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是唐皇最宠爱的女儿，因此
唐皇赐予了丰厚的嫁妆，除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外，还包括有关佛
教、法律、文学、医药、农牧、历法、卜算、建筑等方面的书籍以及金银珠
宝、绫罗绸缎等贵重物品。此外，公主还特地携带了少许莱菔和蔓菁的
种子。文成公主一行，沿途或造立佛像、在岩壁上刻写佛经，或营造水
磨、驯鹿垦田，历时良久，终抵拉萨。在进入拉萨前，她对吐蕃的地势进
行了堪舆，发现吐蕃全境为一仰卧的罗刹女形状，需要在多处修建寺庙
予以镇压。文成公主本人主持修建了小昭寺，并将从汉地带来的释迦
牟尼佛像供奉于内。她与松赞干布的另一位王妃———来自尼婆罗的
“赤尊公主”（即“拜木萨”，ｂａｌ　ｍｏ　ｂｚａｖ）———共同辅佐松赞干布，为佛法
在雪域吐蕃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５

在这个丰富而生动的故事中，主要人物都被赋予了神圣的身份。
松赞干布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赞普，他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文成
公主也不仅是来自汉地的公主，她是藏传佛教中代表智慧与悲悯的女
性佛母———绿度母———的化身。
在这一身份定位下，藏文史籍记录了“甲木萨”的诸多神异特质。

首先，从体貌特征上看，她“青白红润容，口发莲花香，馥郁翠蜂绕，颐有
梅花纹”（索南坚赞，２０００：６６）；其次，从品质才华上看，她“于一切文史
典籍无不通晓”（索南坚赞，２０００：５３），这直接反映在她精通五行卜算、
堪舆吐蕃地势这一事件上。而最能体现“甲木萨”之神通的是著名的
“公主从四面进入拉萨”的神异情节：

５．以上故事梗概根据记述吐蕃早期历史的藏文史籍《柱间史》中的相关内容整理而得。其他
重要的藏文史籍如《西藏王统记》（索南坚赞，２０００）、《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１９８６）、《贤者喜宴》（巴卧·祖拉陈瓦，２０１０）、《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２０００）等，都记录
了类似的故事情节，只在若干细节上有所出入。

噶尔传令吐蕃千家万户说，文成公主具有神通，不知她将
取道何方而来，故所有山川道路须通达无阻。……逻些附近
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说他们亲眼目睹了神变文成公主到来时
的情景。住在逻些南面的人们说，公主自芝普河阴而来……；
住在东面的人们说，公主从东面的卡尔那当吉曲河渡口而来，
故此地又名“嘉冒热切”———公主渡口；住在北面的人们说，我
们在北面的果普村迎接公主，所以果普村又叫“拉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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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公主村；而住在西面的人们则说，公主从堆龙山口穿过巴瓦
察石山与支森沙丘而来。（阿底峡尊者，２０１０：１２３－１２４）
综上，对于公元７世纪中叶的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文成公主

和蕃”，古代汉藏文献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无论是对事件过程
的记述，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刻画，二者都大相径庭。
在这里，尤为有趣的是，若从具体“史料”来看，本文开篇所引述的

当代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文成公主”形象的直接来源并非汉文文献，
而是藏文史籍所记述的这个充满神话与传说色彩的故事。其中，“自幼
熟读诗书，是个有才识的女子”的个体性描述是对“于一切文史典籍无
不通晓”的现代演绎，而对她给吐蕃带来的各种工艺和技术的罗列，则
来自藏文史籍对“公主嫁妆”的夸张描述。

三、两种“古代”的历史书写“范式”

当然，历史书写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两个迥异的“文成公主”形
象并不仅仅体现在“史料”之别上，更重要的是它们背后的世界观和历
史书写“范式”的差异。

（一）汉文史籍：华夏历史的边缘叙事
华夏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不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文

献，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书写“范式”。学界关于华夏史学之“书法”的讨论已
相当丰富，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仅就有关“民族史”的问题做一简单探讨。

“民族史”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下产生的范畴，如果
我们回到古代华夏正史中去寻找其渊源，则可以将二十四史中的“四夷
传”作为其原始形式。所谓“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古
代“华夏”赋予周边“异族”的一种分类概念，它并不完全来自经验性的
观察，而更多体现了“华夏”将自身视为“天下”之中心的世界想象。因
此，史书中的“四夷传”除了需要在“史实”的意义上记录各“异族”政权
的历史渊源、风俗习惯、与“华夏”王朝的互动关系等内容外，更重要的
是，在“文明”的意义上将这些“异族”安置在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体
系中，以确立“华夏—蛮夷”间的秩序等级。因此，华夏正史中的“四夷
传”都遵循一种特定的书写“范式”。
这一“范式”体现在若干方面。胡鸿（２０１７：１１５－１６２）的研究指出，

在二十四史中，“四夷传”在整部史书中的位置、排序等都要遵循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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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而且每篇传记的叙述结构和策略也都遵循固定的模式。王明珂
（２００９：１３－１６，７７－９３）的研究则发现，除整体性的结构安排外，在“四
夷传”中还存在若干“模式化情节”———如“英雄徙边记”等———来描述
“华夏”与“边缘”的等级关系。王赓武（２０１０：２９－５７）的研究则将“四夷
传”中所形成的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称为“优越感理论”，认为这种“优
越感”（或者说对“优越感”的坚持）构成了古代华夏正史诠释自身与他
者之关系的核心。
汉文史籍关于“文成公主和蕃”一事的记述，正体现了华夏史书之

“四夷传”的典型笔法。这段叙事对“弃宗弄赞迎亲”的“礼仪”进行了详
细描述，其重点并非“文成公主”或“弃宗弄赞”个人，而是由此确立的
“唐—蕃”间的等级关系。其中，“亲迎”“执子婿之礼”界定了唐、蕃间的
政治等级，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渐慕华风”则界定了二者间的文
化等级。
事实上，类似的情节不仅出现于对“文成公主”出降吐蕃的记述中，

也出现在对其他类似场景的描述中。《旧唐书》中可与这一情节进行对
照的是《回纥传》中关于宁国公主出降回纥之情形的记述。在安史之乱
中，回纥毗伽阙可汗出兵帮助初即位的肃宗收复了东、西两京，肃宗遂
将幼女宁国公主嫁往回纥和亲。肃宗堂弟汉中郡王李瑀为送婚及册封
使，史书对李瑀与毗伽阙可汗见面时的“交锋”有如下记述：

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
上，仪卫甚盛，引瑀立于帐外，谓瑀曰：“王是天可汗何亲？”瑀
曰：“是唐天子堂弟。”……瑀不拜而立，可汗报曰：“两国主君
臣有礼，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
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
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
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可汗乃起奉诏，
便受册命。翼日，册公主为可敦，蕃酋欢欣曰：“唐国天子贵
重，将真女来。”（刘昫，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
由于宁国公主和亲时唐与回纥的政治、军事关系与贞观年间唐与

吐蕃间的情势颇为不同，因此，此段内容与“文成公主”降蕃时的情形亦
不相同，但二者的叙事重点却是相当一致的。这正是王明珂所说的“模
式化情节”，反映了华夏正史在关于夷夏关系的记述中，对哪些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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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值得记述的之判断标准。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种叙事模
式———而非具体情节———反映了华夏史学之“民族史书写”的核心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模式化情节”中，被用于构建“华夏—蛮夷”

秩序的指标是“服饰”“礼仪”这类具有“礼乐”意涵的内容，而非本文开
篇引文中的“生产技术”。在这一历史叙事中，包含“文成公主”在内的
诸“和蕃公主”被赋予的角色是帝国文明等级秩序中的一环。

（二）藏文史籍：佛教史观下的神话与传说
藏文明拥有与华夏文明迥然有异的史学传统，其核心是一套由佛

教世界观构筑的空间想象和因果链条。“佛教史观”大约形成于１１世
纪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启阶段，后来逐渐巩固和完善，成为近代以前藏
文史学的主导范式（群培、亚东·达瓦次仁，２００９；张云，２０１３）。
以“佛教史观”为基础的历史叙事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首先，它

以一套根据佛经内容构造的世界起源与空间想象为基础。例如，著名
的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开篇即描述了这个宏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
中，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只是大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但在这个
空间内部，又同时共存着多个文明。这些文明在现实政治中各有特点，
又都在超然的佛教秩序中占据了相应的位置：

最初，此器世间为空寂无垠之体，由十方风起，互相激荡，
成为风轮，……广袤无量。其上水聚，成为大海，……其上有
金地基，平如手掌，……其中有由各种宝物构成之须弥山，如
水磨之轴心，自然生成。……须弥山东，有身胜洲及二小洲，
形如半月。南有瞻部洲及二小洲，形如肩胛。西有牛货洲及
二小洲，其形浑圆。北有俱卢洲及二小洲，其形方正。……诸
洲之中，以瞻部洲最为殊胜。……地居中心者为天竺，如高悬
彩缯之顶盖，属富有珍宝之洲。蒙古与尼泊尔如运载之车乘，
属出产货利之洲。霍尔与汉土如开放之莲花，属光怪陆离之
洲。雪岭吐蕃，如仰卧之女魔，岩谷险峻，鬼妖众多，山黑而
粗，诚属蒙昧昏暗之洲。此外尚有十六最大方域，然皆能财用
自足，安居乐处也。（索南坚赞，２０００：２－３）
其次，它将吐蕃文明本身定义为佛法普度众生的结果。根据藏文

史籍的记载，在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南瞻部洲已普沐佛光之时，雪域吐
蕃仍处于蒙昧之中，杳无人迹，只有各类旁生陷于恶趣轮回。观世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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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悲悯心起，在大日如来佛面前发下誓愿：调伏雪域众生，将其普度至
极乐世界。他首先以幻化神通摧毁了无间地狱，又派遣弟子———一只
灵异的猕猴———前往雪域的深山中修炼。后来，猕猴与本地旁生岩罗
刹女结为夫妇，二者的后裔遂成为吐蕃最早的人类（阿底峡尊者，２０１０：

１３－３６）。在这一叙事中，“观世音菩萨的化育之地”成为吐蕃在佛教世
界中的自我定位，这构成了吐蕃史叙事的基础性框架。正是在这个框
架中，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分别获得了观世音菩萨和绿度母之化身的身份
定义，他们亲临人间的使命就是在雪域吐蕃弘扬佛法、利乐众生。
再次，它将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置于佛教的因果链中予以解

释。例如，文成公主作为嫁妆携带至吐蕃的释迦牟尼像就是一条跨越
千年、贯穿三界的因果链中的一环。根据藏文史籍的记载，在世尊释迦
牟尼行将入寂之时，诸天神合作，造立了两尊释迦牟尼的替身像，一尊
为八岁等身像，另一尊为十二岁等身像。世尊亲自主持了佛像的开光，
并宣称：“我的替身造像将与世长存，一如我释迦牟尼与世长在。外道
邪说将被它镇伏，佛教正法将长盛不衰，造像所安立之处便是世间的中
央。”这两尊造像最初都供奉在波斯，后来经过若干次流转，八岁等身像
被迎请至尼婆罗，并在那里益利众生两千年之久；十二岁等身像被迎请
至汉地，逐使汉地得以佛法兴盛，万事如意（阿底峡尊者，２０１０：１６－
２３）。这尊珍贵的十二岁等身像正是文成公主作为“嫁妆”从长安携带
至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而另一尊八岁等身像则是赤尊公主的“嫁妆”，
也在同一时期被从尼婆罗携带至吐蕃。这一因果链的重点并不在于强
调两尊佛像的珍贵，更重要的是，它将吐蕃及与之有关系的其他文明（如
汉地、尼婆罗）都安置在了由佛教构筑的世界中，并厘定了彼此的关系。
由此可见，佛教史观构筑了藏文史学的基本框架，关于任何人物与

事件的叙事都需要被置于这个框架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我们若要
理解藏文史籍中关于“甲木萨”的故事，也需要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分析。
在佛教史观下，“甲木萨”作为“绿度母”化身的身份是故事的核心，这与
吐蕃在佛教世界体系中的自我定位是同构的。在此基础上，“甲木萨”
将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携带至吐蕃，对吐蕃地势进行堪舆，从而确定重
要寺庙的位置，主持修建小昭寺等情节都与在吐蕃弘扬佛法密切相关，
可以被视为“绿度母”协助观世音菩萨化育吐蕃众生的功绩。长安“五
国争婚”、唐皇“七试婚使”、公主携带丰厚嫁妆等情节，虽然表面看来与

·７９１·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佛教叙事无关，但依然不能脱离这一框架，而应被视为营造“绿度母”身
份的辅助情节。具体而言，在藏文语境下，文成公主之所以声名远播，
引得多国君主竞相求婚，乃是由于她是“绿度母”的化身，而非她是大唐
的公主；“甲木萨”之所以携带书籍、宝物和蔬菜种子前往吐蕃，亦是由
于她是智慧而慈悲的“绿度母”，而非因为大唐拥有更先进的物质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藏文史籍中关于“甲木萨”的叙事同样表达了对

理想的“唐—蕃”秩序的塑造，尽管这是一种不同于华夏世界观的秩序。

６．汉文文献关于“文成公主”及其“和蕃”事件的记述成文于唐宋之际，并未参考其他文字的历
史记录。与之不同，藏文历史文献是在多文字史料的背景下产生的。１３世纪以后成书的藏
文历史专著中，基本都有专门章节记录中原王朝的更替和重要历史事件，其资料来源多为汉
文正史。至迟在１４世纪中叶，已有《新唐书》的藏文译本在藏地流传。在这种情况下，藏文史
学家们都注意到了汉、藏两种文字的文献中“文成公主”叙事的差异，并采取了一些方式或写
作手法予以调和。由于汉文史籍关于“文成公主”的记述非常简略，因此，这种调和对于藏文
史学家来说并不困难，亦未对其“佛教史观”的框架造成损害。

７．最早提出“印、藏、蒙同源说”的文献是１７世纪初成书的蒙古文史籍《黄金史纲》，而集大成
者则是１７世纪下半叶成书的《蒙古源流》。

四、“文成公主”与“甲木萨”的相遇：藏文史料进入汉语世界

如前所述，古代汉、藏文史书各自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成公主”的故
事，各自呈现了一套对宇宙和多文明体系的理解。由于两种文字的历
史书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交流有限，因此并未给古代的史学家造成太
多困扰，６这正是帝国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民族史书写”上的体现。
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以后开始有所改变，藏语世界中的“甲木萨”

形象通过各种曲折的途径逐渐进入了汉语世界。这既与清代中央政权
对西藏的控制能力增强有关，也是近代中国从“帝国”向“民族—国家”
转型过程中“边疆一体化”工程的必然结果。

（一）以蒙古文史籍为中介
明末以降，蒙古部落第二次整体皈依藏传佛教。这一事件对蒙古

社会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果之一就是于康熙元年（１６６１年）
成书的蒙古文史籍《蒙古源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借鉴了藏文史书佛教
史观的框架，从而将蒙古人的族源和汗统追溯到吐蕃乃至天竺。７在此
框架下，这部史书的前两卷（共八卷）基本复述了藏文史书中“上古史”
和“吐蕃史”的内容，其中第二卷包含有完整的“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

·８９１·

社会·２０１９·２



情节。８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由清廷组织翻译的汉译本问世，定名
为《钦定蒙古源流》。该汉译本是以外喀尔喀蒙古王公成衮扎布的家藏
本经两次转抄后形成的“故宫精抄本”为蓝本而翻译的。与成衮扎布家
藏本相比，该精抄本删除了若干内容，其中就包含噶尔长安请婚的长篇
故事（乌兰，１９９７），而只留下如下相对简要的记述：

是时，汗意中方以普济雪山所有生灵必须圣经为忧，彼自
然化生佛自两目中射出霞光二道。汗视之，……见霞光一道
照射中国唐朝太宗之女文成公主，……年十六岁，面貌慧秀，
妙相具足，端雅美丽，体净无瑕，口吐哈哩旃檀香气，是通明经
卷之主也。……遣使求娶文成公主。唐朝太宗亦如所请，许
之以公主平日供奉之释迦牟尼佛及元秘术算各经、欢心如意
十三史，复将种种宝玩锦绣财帛分给万万。（萨冈彻辰，１９６９：
卷二）

８．关于《蒙古源流》中记述的“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情节，可参阅萨冈彻辰，２０１４。

９．关于《蒙古源流》的版本及汉译本产生过程的详细内容，可参阅乌兰，１９９７。

即使是这个简略版本的“文成公主”故事也比汉文史籍的记载丰富
得多，它至少提供了公主“妙相具足”、“体净无瑕”、“通明经卷”以及携
带佛像和“元秘术算各经”来到吐蕃的重要信息。这使得藏文史籍中
“佛教史观”下的“甲木萨”形象在清代中前期开始有机会进入汉语世界。
至于“故宫精抄本”相对于“成衮扎布家藏本”所缺少的内容（即“五

国争婚”“七试婚使”“公主的嫁妆”“公主堪舆”等情节），究竟是成衮扎
布本人在抄录“呈献本”时删除的，还是“呈献本”经清廷组织的翻译人
员再次抄录时删除的，以目前的材料尚无法判断。９但是，其被人为删
除的事件本身，似乎可以说明当时的知识阶层并不认可这些内容的“史
料价值”，而将之视为某种需要清理的“无稽之谈”。

（二）以西藏地方史志为中介
随着清廷对西藏的统治日益制度化，开始有一些朝廷官员长驻西藏，

他们也成为最早一批关于西藏之地理、历史的汉文史志类专著的作者。这
些作者亲身在西藏生活了较长时间，因此对藏地广为流传的“甲木萨”的故
事有所了解，并将之有选择地吸收进了他们所撰写的地方志书中。
例如，作者佚名的《西藏志》是成书时间较早的一部藏地方志，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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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疆圉”“寺庙”“天时”“物产”“纪年”“风俗”“头目”“兵制”“赋役”
等３３个条目，是较典型的地方志的体例。在“寺庙”和“纪年”条下，作
者采纳了颇具神话色彩的藏文历史叙事，记述了“唐公主”的大量“事迹”：

大召，……建自唐时，坐东向西。……中殿供大佛名觉释
伽摩尼，云自中土侍随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岁，成圣西域；
或云自中国铸请来者。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赞普，并白布国
王女塑像祀之。……楼顶东南隅金殿内有百喇末殿，神名百
喇末，云系唐公主威圣神灵显赫，人民敬畏之。……昔唐公主
晚年好佛，皈依释教，故西向其门。……小召，在大召北半里
许，名曰喇木契。……寺乃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
帝乡，故东向其门。殿内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系觉释伽摩
尼之弟，甫八岁成佛，又云塑像内即唐公主肉身，俗传如此。
……布达拉，乃平地起一石山，……上有金殿三座，亦唐公主
所建之宫室。（《西藏研究》编辑部，１９８２：１４－１５）
西藏不识天干，惟以地支属相。……纪日惟以金、木、水、

火、土五行配，与宪书无异。推日月之蚀，亦纤毫不爽。云推
算占验，皆唐公主流传者。（《西藏研究》编辑部，１９８２：２２－２３）
上述文字尽管吸纳了部分藏文叙事的内容，但只是在汉文地方志

的体例之下挑选了若干材料，而远非接受藏文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同时，其中关于大昭寺、小昭寺和纪年等的内容，与藏文史籍中条理清
晰、逻辑自洽的描述多有出入，可见这些内容应取自在当地耳闻的民间
传说，而非经文字定型的藏文史籍。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记录上述内容
时，使用了“或云”、“俗传如此”等说法，可见在其观念里，这些关于“唐
公主”的事迹是被定义为“传说”而非“信史”的。但无论如何，这类由清
廷驻藏官员撰写的西藏史地类著作是“甲木萨”的故事于清代进入汉语
世界的最重要途径。

（三）以外文文献为中介
至民国初年，外国探险家或殖民官员撰写的关于西藏的作品开始

被翻译成汉文。最著名的是英国殖民官员查尔斯·贝尔（Ｓｉ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ｅｌｌ）撰写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Ｔｉｂｅｔ，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一书。该
书英文版于１９２４年在牛津出版，由宫廷璋翻译的汉文版由商务印书馆
于１９３０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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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一章，作者提及多部藏文史书，包括《布顿佛教史》、
《青史》、《西藏王统记》和《拉达克王统记》等，并引用了不少内容。其
中，涉及“文成公主”（英文版称之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ｅｎ，汉文版译为“中
国后”）的内容如下：

至第七世纪，松赞干布王出世，西藏文化于是始启。……中
国皇帝不得不以文成公主嫁之，尼泊尔亦嫁一公主。时佛教输入
西藏已两百年，但尚不盛行。两后既均信佛，亦劝其青年之王信
佛，且以其权力推行佛教于西藏。……中国后通占星学，发现西
藏“如一女魔仰卧”，故建数寺于魔之手腕及腿足上，以镇压之也。
此王尝退隐四年，以学读书为文云。（柏尔，１９３０：１７）
中国后又输入乳油、干酪、麦酒，并教民制陶器及水磨。

（柏尔，１９３０：１８）
除此之外，该书还提及“松赞干布之孙输入中国茶，以为全国饮

料”，“又从梵籍及汉籍中，翻译天文学、占星学、医学等类书籍若干种”，
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西藏今日之文化可谓大半采自中国，一小部分
采自印度”（柏尔，１９３０：１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内容中，贝尔关于西藏的乳油（ｂｕｔｔｅｒ）、干

酪（ｃｈｅｅｓｅ）、茶均传自汉地的说法并非来自其所参考的几部藏文史籍，
或许是来自他居留拉萨时所听到的民间传说。１０

１０．在西藏流传的众多歌咏文成公主的民歌中，有一首包含如下歌词：“从汉地来的王后文成
公主，带来了不同的牲畜五千五百种，使西藏的酥油乳酪年年得丰收”（参见马月华，１９７９）。
贝尔关于文成公主将“乳油”“干酪”输入吐蕃的叙述，可能来自这类歌谣。

１１．在《新亚细亚》上转载时的标题是《藏王松簪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
刊》上转载时的标题是《藏王松曾钢布迎娶文成公主记》。

（四）藏籍汉译
以上诸路径都颇为迂曲地为藏文史籍中的“甲木萨”形象进入汉语

世界做出了贡献，而真正以翻译藏文史籍为目标的工作直到南京国民
政府建立后方才展开。

１９２９年，《边政》杂志发表了署名为“西藏桑博渣著、康定李慰苍
译”的长文《藏王怂曾杠补迎娶文成公主记》，其内容正是吐蕃名臣噶尔
长安请婚，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其他四国的使臣，为吐蕃赢得文
成公主的情节。此后，这篇译文在１９３１年的《新亚细亚》、《西藏班禅驻
京办公处月刊》和１９３７年的《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上三次转载。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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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翻译藏文史籍的计划始自民国时期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者任乃

强。１９４０年，已完成多部关于西康地区史地著作的任乃强“思治吐蕃
史”，却发现两部《唐书》中的记载“除将边境征战鳞爪为片面之积记外，
对于蕃地内情，隔膜未通”，遂发出如下感慨：

……今世译业发达，译印东西名著，无虑万种，而我本国
西陲汗牛充栋之经籍，迄尚无人译之，非病态乎！夫一民族文
化，各自有其特质著作为文化之代表品，文化特质所由窥见，
因教齐政所为资凭也。统治西藏近三百年而无藏籍之译本行
世，则中国之不能管理西藏也，不亦宜乎？（任乃强，１９４０：６）
为扭转这种“病态”局面，任乃强“觅得藏中最流行之史籍一种”，请

精通藏文的刘立千翻译。这部“藏中最流行之史籍”就是《西藏王统
记》。从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刘立千完整地翻译了这部书（当时译名为《西
藏政教史鉴》），分１３期在《康导月刊》上连载发表，任乃强对译文进行
了注释。其中，记述两尊释迦牟尼替身像之造像因缘的章节于１９４０年
发表在第二卷第１２期上，记述“文成公主”之“绿度母”化身身份的章节
于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第三卷第５、６、７期合刊上，“迎娶文成公主”的章节于

１９４１年发表在第三卷第８、９期合刊上。至此，藏文史籍中鲜活而丰满
的“甲木萨”形象全面进入汉语世界。

五、近代“文成公主”的新形象

尽管从清代中前期起，藏文史籍中关于“甲木萨”的丰富内容就开
始进入汉语世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历史素材并未获得重视和
严肃对待。这一情形源自两方面原因：首先，如本文第二节所述，“文成
公主”这一人物在汉文历史叙事的体系中并不重要，至清代，其在汉语
世界的知名度应该不高。其次，在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高原上再未建
立起统一的世俗政权。自元代始，西藏高原整体进入了中原王朝的政
治体系，但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以宗教为纽带的，“施主—上师”关系
取代了唐代通过“和亲”而形成的“舅—甥”关系。至清代，宗教性纽带
进一步加强，清皇帝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廷则承担起藏传佛教的
施主和保护者的角色。在这一牢固而有效的新纽带下，历史上世俗政权间
由“和亲”而形成的姻亲纽带已被遗忘，或至少不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
变化发生在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在

·２０２·

社会·２０１９·２



全新的世界体系里，如“施主—上师”这类特殊性、人际性的纽带不再足
以支撑现代中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诉求，因此，晚清和民国政府主动开
启了“边疆一体化”的改革，力图按照“民族—国家”的蓝图，将疆域内的
全部土地和人口都纳入同一化的行政、文化体制内。在这项构建“新秩
序”的努力中，对历史性纽带的发掘无疑是题中应有之意。具体到西藏
问题，宫廷璋翻译贝尔的英文著作和任乃强推动藏籍汉译的行动都体
现了汉语知识精英开始主动地寻找和发掘与西藏相关之知识的努力。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汉—藏“秩序”之最早奠基者的“文成公主”就成为
一个重要环节，汉语知识精英意识到了这个人物在民族史上的重要意
义，进而开始有意识地发掘、塑造和传播其形象。正是在这一契机下，
之前已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汉语世界的藏文故事文本开始受到重视，并
被纳入新时代“民族史书写”的素材库。

（一）评判藏文史籍中的材料

１２．引文最后一句在２００９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收录时改成了“或因其通方术故”，似更
通畅合理。

对２０世纪的汉语知识精英来说，藏文史籍中关于“甲木萨”的丰富资料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然而，由于这些材料的“神话”和“传说”色彩
过于浓厚，若想对其进行利用，首先需要对它们的史料价值进行评判。
在这一问题上，推动藏籍汉译的任乃强堪称先驱。在刘立千译文的连
载中，“迎娶文成公主”一章之后附有一篇任乃强撰写的校注，名为《文
成公主下嫁考》。这是汉地历史学者结合汉、藏史籍的记载来考证“文
成公主和蕃”一事的较早尝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承
认汉、藏史籍对相关事件的记述都是真实的，二者若有不一致之处，则
以情、理进行解释和汇通，最终的目标是将两类材料融为一体，互相印
证。为达成这一目标，作者对藏文史籍中若干颇具神话色彩的情节进
行了论证，其中，对“文成公主为何能以十余岁之年龄而精通天文术数”
这一问题的阐释最具特色：“唐室隆兴未久，武德之世，天下尚乱，公主
实生此时。大凡乱世，人多好习术数。或习武略，盖皆图所以自救而
已。太宗之姊琅邪公主，能治军作战。则宗女之习方术，亦不足怪。犹
可怪者，为此‘文成’二字。‘文成’、‘武利’，乃汉武赐与方士之封号，后
世极少用之者。其字义，亦殊不适于普通应用。公主乃用此名，必因其
方术故通”１２（任乃强，１９４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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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来看，这一论证并不充分，显难成立。但若
从“民族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考证”则代表了在“汉藏关系史”
的书写中将两种文字的历史记录结合起来的努力。对此，作者其实颇
有自知，并做出如下解释：“因华史所传文成公主之事迹绝少，而藏籍传
之甚丰，故会合考订之如此，欲以补华史之缺文，正藏史之乖误。惜皆
暗中摸索之语，更无明确证据。然虽无确证，识者阅之，必不斥为妄测
也。”（任乃强，１９４１：５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任乃强急于论证藏文史料之“真实性”，以补充

汉文叙事之不足，但他并没有接受藏文叙事的基础———“佛教史观”。
在这篇文章中，“文成公主”作为“绿度母”化身的身份并未进入作者所
讨论的议题。

（二）使用藏文史籍中的材料
任乃强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尽管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来协调汉、

藏文史料在汉语世界的“首次正式会面”，但他还是坚持在使用藏文材
料前先要论证其真实可靠性。与之相比，民国时期众多关心边政的非
专业学者在对待这些材料时就较少历史学者的小心谨慎，而更多是在
爱国情怀驱使下的工具性选择。当时著名的边政官员兼学者马鹤天
（１９３６）在《新亚细亚》上发表的《唐代对于西藏文化之影响》一文为这种
选择、加工策略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该文是一篇表面看来证据丰富、论述严谨的文章，几乎所有论证都

有出处。全文分为九个小节，分别从“佛教”“儒教”“历数”“法政”“农
工”“衣食住”“艺术”“医药”“文字”九个方面论述了唐代文化通过文成
公主而输入西藏之情形。除论证“儒教”一项的材料全部来自《新唐书·
吐蕃传》外，论证其他各项的材料，追其根源，都来自藏文的历史文献乃
至民间传说，包括：（１）《蒙古源流》中关于松赞干布派使臣前往长安迎
娶文成公主，并携带珍贵佛像前来吐蕃的叙述；（２）《卫藏通志》中关于
文成公主在布达拉、大昭寺、小昭寺之兴建中的作用的叙述；（３）《西藏
考》中关于藏地的纪年方式为文成公主留传的叙述；（４）桑博渣著、李慰
苍译之《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记》中关于唐皇将珍贵的释迦牟尼
像赐予文成公主作嫁妆，文成公主携带数量庞大的五谷、饮食、药方、丝
缎及各种宝物入吐蕃的叙述；（５）贝尔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文
成公主精通占星学，堪舆吐蕃地势，向吐蕃输入乳油、干酪、麦酒，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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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制陶器、水磨，吐蕃翻译汉文医学图书，松赞干布之孙从汉地输入茶
叶的叙述。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作者雄辩地证明了西藏文化的各
个方面都受到了汉地的深刻影响，而“文成公主”居功至伟。
除资料来源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篇文章在使用这些来自藏文史

籍的材料时是如何取舍的？首先，从整体结构上看，与任乃强一样，马
鹤天并未接受“佛教史观”，而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逻辑来组织整篇
文章。在所讨论的九个方面中，“佛教”只是与“儒教”“农工”“艺术”等
并列的一种“文化”，而非理解世界的基础性框架。尤为有趣的是，文中
提及了“文成公主”被藏人称为“西藏佛教之母”，并进一步论证道：“实
则非仅佛教之母，乃西藏文化之母也”（马鹤天，１９３６：１５）。从“绿度母”
变为“西藏佛教之母”，无论这一概念偷换是源自作者的误解还是刻意
曲解，都反映了从“佛教史观”向现代意义的“文化传播史”视角的转换。

１３．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汉语世界以“文成公主”为主角的论著显著增多，且都遵循了类似
的写作手法。本文仅以任乃强、马鹤天的文章为例，其他相似论著还包括伍非百（１９３３）的文
章《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迹》、邝平樟（１９３５）的文章《唐代公主和亲考》、柱叟
（１９３７）的文章《文成公主与康藏文化》、黄次书（１９４７）的著作《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等。其
中，伍、邝二人的论著相对严谨，柱、黄的论著则较少学术性，更追求通俗易传播。

其次，就具体材料而言，藏文故事中“公主的嫁妆”一节所罗列的各
类书籍与物品是被引用最多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藏文语境中
最重要的“嫁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只是被作为普通物品
提及，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而那些与“生产生活”乃至“科学技术”相关
的物品或知识———五谷、饮食、药方、丝缎、茶叶、乳油、干酪、麦酒、陶
器、水磨、医学、占星学———则备受青睐，被大量引用和强调。事实上，
本文开篇所引述的当代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文成公主”形象在马鹤天
的这篇文章中已见雏形。１３

（三）文学作品中的“文成公主”形象
至民国晚期，伴随着汉、藏关系重要性的凸显，对“文成公主”的关

注也逐渐超出了历史学家和边政官员的范围，以这一历史人物为主角
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

１９４１年，《斯文》半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成公主颂》（曾缄，

１９４１）的诗文，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以“文成公主”为主题的汉文文学
作品。其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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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公主之初降，炳昭质于皇家，性柔嘉而有则，体明
净以无瑕，含旃檀之馥郁，挺若水之芳华，横四海以流盼，怀中
情以信姱。……方王姬之下嫁，礼有迎其必恭，慕冠裳于上
国，怀内疚于西戎，易部落为城郭，回穹庐乎宫室，衣纨绮以自
见，将踧踖其何容。……除涂赭之陋俗，复面目之姣好。身既
安乎室家，光乃被乎四表。书契替其结绳，稼穑启其不毛，援
诗书以敷教，布律麻之在条，求绝学于竺乾，致金身于大招，住
牟尼之正法，驾阿育而高超。……（曾缄，１９４１：１８－１９）
作者曾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曾在蒙藏委员会任职，并以汉语文

言文翻译了６６首仓央嘉措道歌。据此推断，曾氏当精通藏文。从上述
诗文的内容看，并不能判断他关于文成公主之事迹的资料是来自于前
述几种途径，还是来自直接阅读藏文史籍，但无论如何，这些内容乃汉、
藏文献相结合的结果，当为无误。
更值得注意的是颂文之前的序言，作者有一段关于“文成公主”之

个人命运的评断。他首先哀叹了公主之不幸，认为松赞干布乃“夷狄之
君”，即使他对公主礼爱有加，公主亦“必有天壤之嗟，而无如皋之笑
也”；但此后，他又转变了态度，从公主给吐蕃带来了文化进步的角度，
赞颂其“功存万世”，并由此修正了之前的判断，指出“何必疑其燕婉之
私，而代为之扼腕也哉”（曾缄，１９４１：１８），从而肯定了文成公主的人生
价值。由此可见，作者对“文成公主”之个人命运的评判与所谓的“历史
事实”无关，而是反映了对现代语境下之理想的汉—藏秩序的想象。在
这一想象中，“文成公主”化身为先进文化、技术的传播者。

１９４８年，由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歌剧作家林刚白创作的剧
本《文成公主》出版。该剧本以刘立千所译之《西藏政教史鉴》（即《西藏
王统记》）中所载的“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为蓝本（林刚白，１９４８：１－
２），是第一部以“文成公主”为主角的汉文戏剧。
剧本的总体结构与藏文史籍的故事梗概大体一致，但并未接受“文

成公主”为“绿度母”化身的身份设定，并对若干情节进行了修改和再创
造。其中最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情节改造有两处。第一处是吐蕃使臣噶
尔长安请婚的场景，作者保留了“五国争婚”的背景，但舍弃了“七试婚
使”的情节，将之改造为由文成公主亲自接见各国使臣，并自己做出了
嫁往吐蕃的决定。而公主之所以做出如此决定，是因为噶尔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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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吐蕃人民仰慕大唐文化、渴望文成公主帮助吐蕃发展建设的殷切之
情，从而打动了她。经过这一情节改造，不仅这个故事单元的主角从吐
蕃使臣噶尔变成了文成公主，扭转了藏文故事中对唐、蕃和亲之主动权
的设定，而且也将“文成公主”的角色定位成了将大唐的文化与技术传
播到吐蕃的使者。
第二处是对“公主堪舆”这一情节的改造。如下台词是文成公主对

着吐蕃地图向松赞干布提出的建设计划：
赞普您看，这噶比觉摩色地方有铁矿，绕噶岩地方有铜

矿，拉东崖有银矿，贾卡山岩有金矿，都是顶有价值的出产。
再看这旁边几处地方，应该修造十二座镇边的精舍。……此
外，在拉萨街市的修建，各处交通道路的开辟，亦都要早些动
工，逐渐的修建成功。这些都是建设方面的计划。关于内政
方面，我们须要设法改善那些贫苦的牧人和农夫的生活，叫从
大唐来的工匠们传授给他们工艺技术。把我从东土带来的各
种粮食菜果种子分给农人们试种，好增加农产。要叫百姓们
都有养生之业，耕种的人们都有田地，要尽量的开发富源，增
进西藏的富强康乐。同时请从大唐来的学者们设立讲坛，召
选优秀的青年人来学诗书经典，研究学问，要叫西藏的众有
情，成为自由良善光明智慧富有理想和进取的人民。（林刚白，

１９４８：１７２－１７３）
在藏文叙事中，“公主堪舆”是佛教叙事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绿度母”化身的文成公主通过堪舆吐蕃地势，确定了所有重要寺庙的
位置，为佛法在雪域吐蕃的弘扬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但在改造后的故
事中，“堪舆”被重构为“开发建设”的主题。由于文成公主失去了“绿度
母”的身份，她的“善堪舆”就从佛教框架中的“智慧”和“神通”转变为科
学视野下的“技术能力”。
马鹤天（１９３６）的文章和林刚白（１９４８）的剧本，反映了民国时期汉

语知识精英重构“文成公主”叙事的主要策略：以藏文史籍中的故事情
节为素材，但悬置其宇宙观和历史观，并以一种“现代的”框架对这些素
材进行重新组织和诠释。具体而言，作为藏文叙事之基本框架的“佛教
史观”被放弃了，无论是“文成公主”的“绿度母”化身之身份，还是释迦
牟尼像的因果渊源，都没有被吸纳进汉文版的新叙事中。与此同时，与

·７０２·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现代语境下的“科学”“技术”“经济生产”等相关的内容则受到极大的关
注，这既包含对“公主的嫁妆”中那些“生产性”的资料、工具与工艺的强
调，也包含对一些在原本语境中与科学技术或经济生产无关的内
容———如“堪舆”———进行“技术化”的解释。

由此，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作为“技术传播者”的文成公主形象已经
被塑造出来，并奠定了当代中国人对这一历史人物及历史上唐、蕃关系
之认知的基础。尽管１９４９年之后，关于文成公主及其“和蕃”一事的历
史定位仍有很多讨论，但这一角色形象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成为现代中
国民族史书写中该人物形象的主要维度。１４

１４．１９６０年前后，在拉萨平叛和历史剧风行的背景下，有多部以“文成公主”为主题的戏剧出
品，其中较著名者为田汉的话剧《文成公主》、张步虹的越剧《文成公主》和许宝驹的昆曲《文成
公主》。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这几部剧作都将重点放在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上，但亦保留了
“文成公主”作为文化与技术“传播者”的形象。关于这几个剧本的叙事特点的研究将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需要专文另述。

六、讨论：“进步史观”与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

以上文字梳理了汉、藏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

其中，前两种叙事皆来自古代文献，展示了汉、藏两个文明体各自对宇
宙及其文明秩序的理解———前者是“礼乐”秩序下以“华夏”为中心的
“天下”体系，后者是“佛教”秩序下的多中心体系。第三种叙事则来自
近代汉语世界的“民族主义”史学，它显示了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

背景下重塑“多民族政治体”之“内部秩序”的努力。这一新秩序舍弃了
传统史学中由“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所构建的“文明指标”，转而提炼出
一条以“历数”“农工”“医药”“衣食住”等构成的“技术指标”。

要理解这一“技术指标”的意义，需要将之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
与思想变迁的整体背景中予以分析。本文以下将展开一个拓展性的讨
论，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

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其二则是“社会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中
的核心地位及其对“民族史”书写的影响。

（一）近代“多民族中国”的结构性困境
“民族—国家”体系是近代世界的基础性结构，但这一体系自产生

之初就伴随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民族—国家”由于对内部同质性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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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催生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从而对“多民族政治体”的合
法性提出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由单一民族构成
的国家，世界上现存的政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多民族国家”。这样
一种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构成了近代以来许多地区性的政治争端乃至战

争的根源。
对脱胎于传统“多民族帝国”的近代中国而言，这一悖论带来的问题尤

为严重。中国的内部多元性具有若干结构性的基础，包括生态环境、经济
方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自然或历史性差异。在帝国体制下，基于“礼乐”
的秩序体系维系了“多元”与“一体”的共存，但随着中国向“民族—国家”体
制的转型，“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显。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诸方面，“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都需要重
新厘定。这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
本文所关注的“民族史书写”是这一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其

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定义“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及其
与现代国家的历史渊源来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连续性和政治合法
性。在这一问题上，“多元”与“一体”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为一个结构性
的矛盾：一方面，近代中国需要构建一套彰显“一体性”的解释框架来对
历史上“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融合、竞争等关系进行整体性诠释，并
使之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版图相一致，而“汉本位”的立场和“汉化”的解
释框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便捷途径。但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
是“民族—国家”体系的伴生物，“民族平等”的价值诉求已成为现代国
家之政治理念的要素之一，这些理念都构成了对“主体民族—少数民
族”间等级关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华夏”
作为“天下”之中心的地位业已瓦解，由此，传统史学所立基的“华夏—
蛮夷”的文明等级体系也就无法延续。这些因素相结合，使得近代背景
下的“汉本位”的民族史书写面临着严重的道德与合法性困境。
综观民国时期的民族史著作，汉语知识精英大体上是以“社会进化

论”的思想和与此相关的“进步史观”来应对这一挑战的。“进步”和“进
化”，正是“文成公主”的“技术传播者”形象背后的历史观念。

（二）“进步史观”与民族史书写
“进步史观”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与之意义相似的用法还包括

“线性历史观”“进化史观”等。在实际应用中，它可以表现为一些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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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理论框架，如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归纳为“图腾社会—宗法社
会—军国社会”的公式（甄克思，１９８１；杨度，１９８６）；它也常常被用来论
证一些较微观的现象，如“人类社群由小及大、事物发展由简入繁”等。
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观下，“进化”被赋予了伦理意涵。换言之，“进
化”本身就具有意志与目的，它可以超越传统伦理体系中关于“善”“恶”
的道德评价，而成为一种至高的伦理（王汎森，２０１０：５３－５６）。
这样一种理解历史的方式，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史书写提供了一种

新的构建“秩序”的可能性：既然整个世界被理解为一条单向发展的直
线，每个社会、每个群体都在这条直线上占据一个位置，“中国”与“世
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由在这条直线上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决定，那
么，“中国”之内的多元人群之间的关系，也就同样可以由在这条直线上
所处的相对位置来决定。
具体而言，尽管建立在“华夏—蛮夷”关系上的“文明等级”不再成

立，但基于“历史发展阶段”之不同位置的“进化等级”却可以发挥类似
的功能。在以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程度等为指标的“进化”之线
上，“汉族”处于较“先进”的位置，“少数民族”处于较“落后”的位置，“西
方”则处于最“先进”的一端，代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这一历史定位是由“客观”的“公例”所决定的，具有伦理优
先性，由此破解了“汉本位”的道德困境，为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同
化于相对“先进”的“汉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更进一步，在社会进化
论的框架下，一个社会就如同一个生物体，若其内部成分比较复杂，则
更容易自我更新。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其内部的多元
特质就具有了某种“进化”意义上的优势，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迁
徙、通婚等导致的“民族融合”都代表了群体“进化”的形式，从而具有
“进步”性，这实际上提升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化”潜力。
这一思路或明或暗地主导了民国时期的民族史书写。１９２２年，梁

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
核心问题概括为两点：一是“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民族所用程序共有几
种”，二是“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展之原因何在”，即体现了这一思维
模式（梁启超，１９２２：３２）。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起，多部以“通史”形
式撰写、以《中国民族史》为题的专著（王桐龄，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吕思勉，

１９３４；宋文炳，１９３５；林惠祥，１９３６）陆续问世。诸位作者的学术背景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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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同，论著的结构安排和叙述模式也各有特色，但无一例外均遵循了
“社会进化论”的历史观，对各“民族”因相遇、竞争、融合而“进化”之“公
例”进行探究。

１５．“民族识别”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展开并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５６个民族”的名单直到１９７９
年基诺族被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后才正式确定下来。在１９８２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尚有
未识别人口为７９．９７万，占全国总人口的０．０８％。

１６．这类挑战性话语大都是在新媒体上以“吐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一篇题为《公主中的轰
炸机》的网络文章就以嘲讽戏谑的语气论及了官方宣传中关于文成公主对吐蕃之贡献的内容
存在诸多不切实际之处。

１９４９年之后，“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书写也翻开了新的篇章。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工作。前者的最终成果是一份包含“５６个民族”的名单，并
将中国超过９９．９％的人口分配到了这个名单所列的民族类别中；１５后
者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标准完成了对中国各民族“社会性质”的
判定。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正代表
了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协调“多元”与“一体”之关系的努力：一方面，“民
族识别”和在此基础上为每个民族撰写的简史、简志对“多民族中国”的
“多元性”给予了制度性确认，这可以被视为新政权对民国时期“民族
史”书写过度强调“一体性”之倾向的匡正；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则通过将各个民族安置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规定的“社
会发展阶段”中，构建起一套新的解释框架，再次在“进步史观”的意义
上确定了“汉族”相对于“少数民族”的“先进”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进步史观”的确提供了一条解决近代中国“民族
史书写”困境的途径。但是，这种历史观亦存在严重缺陷。严格地说，

以“进步史观”所构建的中国民族史的叙事体系尽管不是“汉族中心主
义”的，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它将“西方”设置为历史进程的“榜
样”，从而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实体的文明意义。近年来，这一
历史观已逐渐遭到扬弃，“在中国发现历史”（柯文，２００２）已成为中国研
究领域的共识。然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而言，如
果“西方”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之“榜样”的地位被解构了，那么，“汉族”作
为中国诸民族历史发展之“榜样”的地位也就同样被解构了。事实上，

当前官方版本的“文成公主”形象在藏族知识分子与民间社会中正遭遇
越来越多的挑战１６正是这一新思潮的一个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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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费孝通（１９８９）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
理论体系，可以被视为中国学者跳出“进步史观”框架，对“多民族中国”
之“内部秩序”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理论回应的努力。“多元”与“一体”作
为两个关键词，恰反映了费孝通对中国民族史书写之枢机的体认。但
严格地讲，这一理论体系只是一个具有框架性的开端，它的意义更多地
体现在明确了民族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而远非解决了这一矛盾。１７

在这个意义上，直至今日，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仍然没能完美地解
决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在旧有的“天下观”与“四
夷传”的叙事模式丧失合法性后，现代中国需要在“民族—国家”的体制
下，重建一种调和“多元”与“一体”之关系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
事。１８这一目标还远未实现。

１７．费孝通以“多元一体”为框架，提出了一种对中国民族史的整体论述，但这一论述并未在逻
辑上消弭“多元”与“一体”间的紧张关系，而只能辅以大量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经验观察
来予以平衡。关于该体系的理论困境并非本文重点，需专文另述。

１８．在过去的十年间，关于“何为中国”的讨论日益升温，正体现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
性。相关争论可参见葛兆光（２０１１）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葛兆光、汪荣
祖等多位学者合著（２０１６）的文集《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阿底峡尊者．２０１０．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Ｍ］．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２００５．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Ｍ］．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巴卧·祖拉陈瓦．２０１０．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Ｍ］．黄颢、周润年，译注．北京：中
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柏尔．１９３０．西藏之过去与现在［Ｍ］．宫廷璋，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１９８６．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Ｍ］．陈庆英，译．拉
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杜赞奇．２０１３．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１９８９．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Ｊ］．北京大学学报（４）：１－１９．
葛兆光．２０１１．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Ｍ］．北京：中华书局．
葛兆光、徐文堪、汪荣祖、姚大力．２０１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Ｍ］．
北京：中华书局．

胡鸿．２０１７．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Ｍ］．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黄次书．１９４７．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Ｍ］．上海：中华书局．
霍巍、王煜、吕红亮．２０１５．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Ｍ］．北京：科
学出版社．

柯文．２００２．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Ｍ］．林同奇，译．北京：
中华书局．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２００１．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Ｍ］．北

·２１２·

社会·２０１９·２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邝平樟．１９３７．唐代公主和亲考［Ｊ］．史学年报２（２）：２３－６８．
梁启超．１９２２．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林刚白．１９４８．文成公主［Ｍ］．贵阳：文通书局．
林惠祥．１９３６．中国民族史［Ｍ］．上海：商务印书馆．
刘昫．２０００．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
吕思勉．１９３４．中国民族史［Ｍ］．上海：世界书局．
马鹤天．１９３６．唐代对于西藏文化之影响［Ｊ］．新亚细亚１２（５）：１５－２０．
马戎．２００４．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Ｊ］．北京大学学
报（６）：１２２－１３３．

马月华．１９７９．一支藏汉团结的颂歌———藏族文学中以文成公主入藏为题材的文学形
式简述［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７３－８１．

群培、亚东·达瓦次仁．２００９．藏族史学名著《柱间史》的初次发现与抄本传承考证［Ｊ］．
西藏大学学报２４（４）：６０－６５．

任乃强．１９４０．西藏政教史鉴·叙译［Ｊ］．康导月刊２（１１）：６－８．
任乃强．１９４１．文成公主下嫁考［Ｊ］．康导月刊３（８、９）：５５－６３．
萨冈彻辰．１９６９．钦定蒙古源流（四库全书珍本三集）［Ｍ］．台北：商务印书馆．
萨冈彻辰．２０１４．蒙古源流［Ｍ］．乌兰，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塞尔托，米歇尔·德．２０１２．历史书写［Ｍ］．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桑博渣．１９２９．藏王怂曾杠补迎娶文成公主记［Ｊ］．李慰苍，译．边政（１）：１４３－１５１．
宋文炳．１９３５．中国民族史［Ｍ］．上海：中华书局。
索南坚赞．２０００．西藏王统记［Ｍ］．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汎森．２０１０．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Ｇ］／／近代中国
的史家与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９－６８．

王赓武．２０１０．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Ｇ］／／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
的对外关系．费正清，编．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９－５７．

王明珂．２００９．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Ｍ］．北京：中华书局．
王田田．２００７．唐人和亲诗研究［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王桐龄．１９２８．中国民族史［Ｍ］．北京：文化学社．
王桐龄．１９３４．中国民族史［Ｍ］．北平：文化学社．
乌兰．１９９７．《蒙古源流》的流传及其研究［Ｊ］．蒙古学信息（１）：２０－２５．
五世达赖喇嘛．２０００．西藏王臣记［Ｍ］．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
伍非百．１９３３．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下嫁吐蕃史迹［Ｊ］．新亚细亚６（６）：５１－６１．
《西藏研究》编辑部．１９８２．西藏志·卫藏通志［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杨度．１９８６．金铁主义说［Ｇ］／／杨度集．刘晴波，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１３－
３９７．
义净．１９８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Ｍ］．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曾缄．１９４１．文成公主颂［Ｊ］．斯文１（１２）：１８－１９．
张云．２０１３．藏文史书《柱间史》有关西藏社会史的若干记载及辨正［Ｊ］．中国藏学１０９

（Ｓ１）：４５－５３．
甄克思．１９８１．社会通铨［Ｍ］．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柱叟．１９３７．文成公主与康藏文化［Ｊ］．戍声周报（５１）：９８－１１０．
Ｂｅｌ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９２４．Ｔｉｂｅｔ，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ｇｅｒ，Ｓｔｅｆａｎ， Ｍａｒｋ　Ｄｏｎｏｖａｎ，ａｎｄ　Ｋｅｖｉｎ　Ｐａｓｓｍｏｒｅ．１９９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００．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ｍｉｔｈ，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１９９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Ｒｅｎｏ，Ｌａｓ　Ｖｅｇａｓ，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ｖａｄａ　Ｐｒｅｓｓ．

责任编辑：田　青

·３１２·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


